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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探討香港與台灣兩個在地緣政治中與中國具有密切連動關係的社
會，在其新聞報導中如何使用不同的中國稱謂，具有何種意涵？在不同的時期

產生了何種不同的變化？本研究將媒體對於中國的命名視為框架包裹的一部

份，探討港、台做為不同的論述社群，如何對不同的中國稱謂（包括：中國、

中共、大陸等），建構不同的框架包裹與意義，並且如何隨著時間的演變而有

所變化。本研究收集 1977年至 2017年港台兩地有關中國的新聞報導共 2771

則樣本，進行量化內容分析。結果發現，在第一階段（1977-1997年）和第二

階段（2007-2017年）之間，港、台的新聞內容中使用各種中國稱謂的方式與

其所連結的框架包裹，都具有十分顯著的差異與變化，這些差異與兩岸三地之

間地緣政治的緊張關係的變化相符，而這些名稱的使用不只傳達出與中國的關

係的不同演變，也與港、台內部社會中主體認同的發展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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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近年來，中國做為一個崛起的霸權國家，已成為社會科學各領域學者關注

的研究主題與焦點（Fishman, 2005; Howarth, 2006; Ross and Feng, 2008），國際

傳播作為研究中國的切入點也因此日趨重要。在傳播研究的領域中，許多文獻

皆著眼於中國在西方國家媒體內容中的形象與相關資訊，是如何被塑造、影響

與流通，其中又特別以美國的媒體作為主要研究對象（Mackerras, 1991）。在過

去，中國的形象在美國媒體的內容呈現中，如同鐘擺一般，呈現出劇烈且反覆

的擺盪，有正面、也有負面的形象（Du, Zhu, and Yang, 2018; Ha et al., 2020; Ha, 

Guo, and Chen, 2022; Isaacs, 1958; Liu, Boukes, and De Swert, 2023; Mearsheimer, 

2001; Ooi and D’Arcangelis, 2017; Peng, 2004; Steinfeld, 2010; Willnat and Luo, 

2011; Yee, 2010）。這些不同時期之間，美國新聞內容中所呈現中國形象的差異，

生動地說明了過去幾十年間，美國人對中國所抱持的情感與理解，不僅正反交

替、而且變動的幅度相當驚人（Peng, 2004）。

過去相關的研究文獻，大都集中在西方媒介的內容中對於中國形象的建

構，相較之下，較少有研究針對與中國具有更密切連動關係的東亞鄰近地區和

國家的媒體在其新聞內容中如何對中國進行報導，特別是香港與台灣。在過

去 50年之間，所謂「兩岸三地」，包括：香港、台灣和中國之間的關係產生

了重大的轉變，同時在其社會內部的政治權力結構與傳播媒體的產業亦隨之出

現變化。香港最重大的轉變在於 1997年由英國的殖民地回歸中國，傳播媒體

從此面對更大的政治壓力。香港的新聞自由逐步萎縮，在無國界記者的全球新

聞自由排名中，香港由 2002年的全球第 18位下跌至 2020年的 80位，再急跌

至 2022年第 148位。不少政治與社會學者指出，香港人對於「一國兩制」政

策的理解與中國政府之間長期存在分歧（呂大樂，2020; Scott, 2017），而進入

2010年後，香港市民對於特區政府相關經濟、貿易、文化政策的不滿逐漸增

加，中國對於香港在政治、經濟、意識型態等領域的控制，則愈發緊縮（Fong, 

2017），因而引發了 2014年的雨傘革命和 2019年反修例等社會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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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在過去 50年內，同樣和中國之間有著微妙複雜的交互關係。國民

黨在 1949年自中國大陸撤退至台灣，中國共產黨則創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

（PRC），兩個政權在 1950、60年代相互敵對。1970年代末期，PRC開始號

召兩岸的和平統一，並且同樣以「一國兩制」對台灣喊話，另一方面，台灣當

時執政的國民黨也堅持最終走向統一的目標（Liou, 2013）。但自 1990年代開

始，台灣的主體認同有顯著的成長（Chu, 2004），2000年民進黨首次取得執政，

當時的總統陳水扁提出「一邊一國」的主張，曾經引發中國政府的不滿。雖然

政治情勢上變化詭譎，但在經濟方面，2001年台灣加入WTO之後，隨著台灣

產業外移至中國，台灣在經濟上有日益依賴中國的趨勢。

香港、台灣和中國之間，都具有地理、歷史、文化、政治經濟等緊密關係，

新聞媒體在有關的報導內容中對於中國所使用的稱呼名稱，在兩地之間隨著時

間的演變也都互有差異。細察港 /台兩地對於中國的稱呼包含：中國、中華人

民共和國、中國共產黨、共匪、大陸、兩岸、對岸、內地等名稱，這些不同的

名稱在不同地區與不同的時代背景中，具有不同的意涵，標示了台、港與中國

之間，從親近友好到敵對衝突，或從割離至統一的變化。如同 Pan等人（1999）

的研究所指出的，香港在 1997年回歸給中國之時，在媒體的報導中，香港成

為一個意識型態競爭的場域，不同的論述社群（discursive communities），包括：

中國、台灣、香港、英國、美國等，對於香港的回歸在當時都建構了各自不同

的論述。如今崛起中的中國霸權也同樣成為一個意識型態競爭的場域，生活經

驗不同的香港與台灣做為不同的論述社群，具有不同的詮釋架構和討論方式。

本研究特別關注港、台的新聞媒體對於中國相關報導的差異，進行比較，比較

的路徑將著重在對於中國所採用的不同命名（naming）所具有的不同意涵。

對於中國不同命名的轉變，深埋在歷史的淵源之中，同時也影響了歷史的

發展。這些不同的命名方式，影響了意識型態與政治的形構（configurations），

進而影響了權力的重組。對於中國不同名稱的使用，一方面可加以製造、指定、

與挪用，以達成政治的議程（political agenda）與動員，但另一方面名字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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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拒絕或受到爭議（Bakhtin, 1986; Bhatia, 2005）。此外，港、台對於不同的中

國名稱的使用，也與想像社群（imagined communities）（Anderson, 1983）的激

發與建構有相當的關係。在台灣，對於不同的中國名稱的使用，除了與兩岸關

係的遠近親疏有關之外，也與台灣人民的國家認同發展具有相關性（Chang and 

Holt, 2011, 2015）。同樣地，命名中國在香港政治中也有其獨特的位置。例如

香港人慣常掛在口邊的「中港關係」，在近年變得「政治不正確」，早在 2015年，

傳媒就報導香港特區政府向公務員發出通函，在描述兩地關係時，要使用「內

地與香港的關係」而不是「中港關係」的說法（葉靖斯，2015）。這大概是因

為後者假設了中國和香港是對等的兩個實體，而特區政府強調的乃香港是中國

的一部分。

進一步而言，研究台灣和香港的新聞媒體如何「命名中國」，就是看媒體

如何以最基本和最不顯眼的方式塑造人們的身分認同以及對中港 /兩岸關係的

理解。值得一提的是 Michael Billig（1995）的名著 Banal Nationalism所提出

的基本觀點，國族主義很多時候會以不經意和不起眼的方式恆常存在於人們的

身邊，鞏固著人們的國族認同和概念。Billig以國旗做例子，在國家隊參與比

賽時被揮動著的國旗是一種明顯的和在意的國族主義，然而在政府大樓前恆常

地掛起來，平時路人不屑一顧的國旗，則代表著一種不經意的國族主義。從

Billig的思路出發，新聞媒體其實每天都以很不經意的方式強調著一個地方在

世界中的位置。例如：香港媒體在 97前會把江澤民稱為「中國國家主席」，但

今天的香港媒體稱習近平為「國家主席」，「中國」兩字可以省略，因為既然

是中國的一個特區，就不用加中國兩字，又例如在版面編排上，香港報章以「港

聞」為主頁，然後有「中國新聞」版，而台灣新聞會被納入中國新聞版裡，之

後才是國際新聞，這也是恆常地設定了一種基本的世界觀。而如何稱呼中國，

或在甚麼樣的新聞中以甚麼名字來稱呼中國，也可以被理解為這個平庸、不起

眼的世界觀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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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

在東亞社會具有全面影響力的儒家，曾指出命名所具有的重要性，儒家認

為名正則言順，名不正則言不順，事不成，禮樂不興，刑罰不中，民無所措（劉

世寧，2018）。從現代社會學的觀點看，名字可以指出一個人在社會階層中所

在的位置，並且可以標示與建構關係（Blum, 1997）。從現代社會科學中的建

構主義立場出發，命名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直以來學者們運用各種不同的觀點，

包括：歷史、語言學、論述、文化、語藝學等，來研究命名的問題（Azaryahu, 

1997; Horsman, 2006; Lefebvre, 1991; Coakley, 2009; Alcoff, 2005）。

在探討命名與政治如何交錯影響的議題時，Chang和 Holt（2015）建議可

將命名視為一種「隱喻」（metaphor），亦即國家的稱謂是符號的機制（symbolic 

devices），是一種概念的凝鑄，由複雜的社會歷史情境加以提煉而成。一個命

名其實是集結了一連串規範性的關係、動機與特色，連結到被命名的事物上

（Bhatia, 2005; Nevins, 2008）。因此，當命名謂隨著歷史而改變時，對於政治

現實的認知與建構也會隨之改變，反過來說，政治現實和認知的轉變，也可以

使人們對同一樣事物使用上新的稱謂（Edelman, 1971; Lakoff and Johnson, 1980; 

Miller, 1979）。因此，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對於中國所採取的稱謂，即交織著多

重層次的歷史意義。Chang和 Holt（2015）針對台灣歷年來的總統在正式演說

中對於中國的稱謂進行分析，他們的研究發現台灣藉由這些不同符號的運用，

包括：共匪、中共、大陸、對岸、中國等，以獲取、建立和維持其認同。

名字不只是概念的框架或政治的工具，它也是在特定的時間與地點中的一

種符號機制，經由不同的定義的交織，可以建構被命名的事物的意義。一個名

字本身就是一個符號，而在一種語言文化中，不同的符號會連結著不同的觀念

和其他符號，所以命名會影響人們腦海中的聯想。因此中國政府極力反對將新

冠病毒稱作「武漢肺炎」，世界衛生組織在命名變種病毒時跳過了「xi」而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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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了討論。而對於國家的稱謂，則是與「集體記憶」（collective remembering）

（Wertsch, 2002）的敘事、以及不同文化或政治實體所構成的「想像社群」

（Anderson, 1983），相互的激發與彼此維繫生成（Chang and Holt, 2015）。

政治上與名稱相關的爭議會影響對於歷史的型塑，名稱會創造出某些類

型，並建構政治的真實（political reality）（Edelman, 1988; Miller, 1979），因為

一個名稱中選擇使用的字眼會對人們的認知設下一些看不見的界限，並建議對

其採取的評價態度（Kiewe, 1998）。例如：將 97香港回歸稱作「回歸」還是「主

權移交」，強調的就是同一事件中的不同面向。Alcoff（2005）認為，名字總會

激起特定的具有譜系或合法性的敘事。如果將名字視為論述（discourses），各

種名稱之間會競爭優先性，命名的過程中即可能充滿意識型態的衝突、將關係

合法化、並維繫權力的差異（Fairclough, 1989）。在政治的場域中，命名通常

會與權力直接相關，因為不同的權力擁有者可能會傾向使用不同的名字來稱呼

同一事物，而使用哪一個名字，有時就已經是一種立場的選擇，以符合其所設

定的政治議程。例如：在台灣東北面的一個向來具有主權爭議的列島，在台灣、

香港被稱為「釣魚台群島」，但在日本則被稱為「尖閣諸島」，媒體在相關報

導中如何使用命名，也代表了一種主權立場的選擇。因此，名稱的改變會影響

權力的重組，影響意識型態與政治的形構，因為在政治的議程中，名稱會被指

定與挪用，以鼓舞行動，雖然名稱也可能會被拒絕或受到爭議（Bakhtin, 1986; 

Bhatia, 2005）。

命名與文化框架

由於命名所具有的重要性，從傳播研究的角度而言，在媒介內容中所使

用的命名方式，可以跟「框架」（framing）的運作結合起來加以探究。因為

在新聞報導中，不論是針對國家、公共政策，或疾病等所使用的不同稱謂

（Temmerman, 2010; Smith, 2021），媒體通常是在一個特定的參考框架中，根

據某些隱含的意義結構來建構新聞的內容（Tuchman, 1978; McQuail,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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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港台有關中國的新聞內容中，對於中國的稱謂即具有這種框架的功能，可以

將新聞文本中包含的不同要素，包括：主題、立場、架構等整合起來組成新聞。

「框架」的概念源自於社會心理學，Goffman（1974:21）將之引進

到傳播與媒體的研究中，他認為框架是一種「詮釋的基模」（schemata of 

interpretation），會幫助人們定位、覺察、認同與標籤許多發生的事件。Gitlin

（1980:6）將框架定義為「選擇、強調與呈現的原則」，包含有關什麼是存在的、

發生與重要的隱微理論。Gitlin（1980）將框架視為一種「選擇和強調」的看法，

影響到後來許多研究者的觀點（Entman, 1993）。 

由於框架的一個主要特色即在於它是隱而不顯的，看起來很自然，但對

於社會卻有很大的影響，會影響公眾對於新聞的理解方式、以及對於真實的

認知。Van Gorp（2005, 2007）以社會建構論為基礎，提出文化框架（cultural 

framing）的理論，他認為框架就是一種「後設傳播的訊息」（meta-communicative 

message），存在於文化之中。此外，Van Gorp還提出一種「框架的文化儲藏」

（a cultural stock of frames）概念，亦即有些框架在某些社會、政治、歷史的脈

絡或時期中具有主導性，在其它的歷史時期或社會脈絡中，則有不同的框架出

現。

Van Gorp（2007）進一步提出一個可以操作化進行實證研究的概念—

「框架包裹」（a frame package），用來探討新聞中所隱藏的框架。他認為每

一個框架都具有一個「框架包裹」，其中包含了三種重要的元素—框架機制

（framing devices）、推理機制（the reasoning device）與文化現象（a cultural 

phenomenon）。其中，「推理機制」指的是定義問題、診斷原因、進行道德判

斷與建議補救之道，推理機制在有關社會問題或社會運動的報導中尤其重要

（Benford and Snow, 2000），但較不適用於媒體如何報導一個國家或地方，本

研究著眼台港兩地媒體如何報導中國，所以較為關注另外兩個「框架包裹」的

元素—框架機制與文化現象的內涵與運用。

具體而言，框架機制包括用字的選擇、譬喻、舉證、描述、論證

（arguments）、視覺形象等。這些明顯呈現的框架機制都是被統合在一個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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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下，具有一個整合的結構。在本研究中，框架機制主要涉及新聞中對於中國

的命名、新聞題材（topics）與報導呈現的基本立場。我們預期三者之間在一定

程度上具有關聯性，即某種命名方式應該較多在某些題材中出現，以及會與報

導立場掛勾。

至於文化現象，指的是一個中心主旨（a central theme），例如：一種範例、

價值（如：新聞自由）、敘事等。Gamson和Modigliani（1989）指出，一個框

架的中心主旨是一個有組織性的想法，整合新聞的基本意義。Van Gorp （2007）

在其討論中曾舉 Pan等人（1999）的研究做為說明，在 1997年香港回歸中

國的時刻，中國媒介所使用的框架包裹中，中國做為一個國與家（a nation 

family）的迷思即可視為一個中心主旨。在同一研究中，英國媒體對香港回歸

報導的中心主旨為「光榮撤退」，美國媒體報導的中心主旨則與冷戰和意識形

態之爭相關。不過，相比 Pan等人（1999）聚焦於單一新聞事件的研究，本研

究涵括兩個社會幾十年來對中國的報導，所以需要集中於一些能夠在不同年代

和不同事情上均大致通用的中心主旨之上（Brugman, Burgers, and Steen, 2017; 

Semetko and Valkenburg, 2000）。從過去的相關文獻中（Ojo, 2016; Golan and 

Lukito, 2015; Zeng, 2018; Krumbein, 2014; Ooi and D’Arcangelis, 2017; Rodríguez-

Wangüemert, Rodríguez-Breijo, and Pestano-Rodríguez, 2019; Wilke and Achatzi, 

2011; Gamson and Modigliani, 1989），我們整理出有關中國新聞報導中的四種

主旨，包括：朋友、敵對、互動（engagement）、威權。前三者著眼於中國和

其他國家及地區的關係，第四個主旨則涉及對中國政治制度的強調。

研究問題

總括而言，本研究認為，命名作為框架的組成部分，與新聞題材、立場傾

向、中心主旨等會連結起來，成為一個框架包裹，形成一種意義的系統，而這

些意義系統的形成在不同的社會和不同的時期，都會產生差異。根據這些理論

考量，我們將提出一系列的研究問題，有兩點需要先作說明。第一，如前文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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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由於中港和中台之間的關係具有不同的複雜性，較難直接進行比較，因此

本文中將台灣與香港的資料分析分開來處理，最後總結處再合併討論。所以，

以下的研究問題會將台灣和香港的情況分開處理。

第二，本研究分析來自 1977至 2017年間五個特定年份的數據，為確保分

析的精簡程度及意義，我們將五個年份分為兩個時段，第一時段包括 1977、

1987和 1997年，第二時段包括 2007和 2017年。對台灣而言，如前所述，雖

然兩岸關係因經濟社會連繫以及台灣兩黨之間的立場差異而有其錯綜複雜之

處，但籠統地說，1977至 1997年間是兩岸重新開始交往的時期，2007至 2017

則是台灣民主化進程完結，台灣本土身份認同確立的時期，因此台灣媒體在第

二時段更有可能放棄強調台灣作為一個代表「中國」的政權，而將「台灣」和

「中國」視為平行的兩個政治實體。將這個場景因素與之前的概念考量結合起

來，我們提出以下的研究問題：

Q1：在兩個個別時段之中，台灣報紙在報導不同題材的新聞時，會傾向使

用什麼中國名稱？

Q2：在兩個個別時段之中，台灣報紙報導中國時使用的名稱，各自連結著

什麼樣的立場？

Q3：在兩個個別時段之中，台灣報紙報導中國時使用的名稱，如何連結著

朋友、敵對、互動、威權這四個中心主旨？

Q4:整合來看，在台灣報紙的中國報導中，所使用的中國名稱在不同時期，

具有何種不同的意義？

至於香港，1977至 1997年以及 2007至 2017年分別是回歸前和回歸後的

時期。香港在 1997年由英國殖民地轉變為中國境內的特別行政區。雖然香港

華人對於中國向來有「祖國」的觀念，而不少香港市民亦在大陸出生，但也有

不少香港人是在二戰後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逃難到港的，對中共統治的態

度往往屬於負面。但 97回歸使香港華人需要面對回到中國治理下的現實，中

國除了是文化上的祖國外，也正式成為主權國，中共則是國家的執政黨。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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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會影響「中國」和「中共」等名稱的使用方法。如對台灣的分析一樣，我們

就香港的情況提出以下的研究問題：

Q5：在兩個個別時段之中，香港報章在報導不同題材的新聞時，會傾向使

用什麼中國名稱？

Q6：在兩個個別時段之中，香港報章報導中國時使用的名稱，各自連結著

什麼樣的立場？

Q7：在兩個個別時段之中，香港報章報導中國時使用的名稱，如何連結朋

友、敵對、互動、和威權這四個中心主旨？

Q8：整合來看，在香港報章的中國報導中，所使用的中國名稱在不同時期，

具有何種不同的意義？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取量化內容分析方法（quantitative content analysis），這是在傳播

研究的領域中普遍用來探討媒體內容訊息的一種研究方法，這個方法具有客觀

（objective）、系統性（systematic）、量化（quantitative）、探討傳播的顯明內

容（manifest content）等特色（Berelson, 1952），適合本研究針對長時間新聞

內容的跨國比較研究。

在樣本的選取上，本研究在港、台各抽取四份報紙。香港的報紙包括：《明

報》、《文匯報》、《星島日報》、《蘋果日報》，這四份報紙涵括了香港傳媒的

政治光譜。《蘋果日報》在 1995年創辦，一直以支持民主價值聞名；《文匯報》

是與中共關係密切的左派報章；《明報》則在 1959年創立，早期是頗為大眾化

的報章，但在 70年代開始漸漸演變成專業菁英報紙；《星島日報》在 1938年

創立，原來較親台灣的國民黨，在 2001年易手後，由親中政協何國柱擁有，

漸漸變為一份親中國政府的報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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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同樣依據政治光譜的分布抽取四份報紙，包括：《聯合報》、《中國

時報》、《自由時報》、《台灣蘋果》（即在台灣出版的《蘋果日報》，為免混淆，

在本文以《台灣蘋果》為名）。《聯合報》於 1951年創刊，言論立場一直維持

傾向國民黨。《中國時報》原名《徵信新聞》，1968年更名為《中國時報》，

2008年由旺旺集團所購買，言論立場由親國民黨轉為傾向中國。《聯合報》、《中

國時報》在 1980年代，即已形成寡占的市場，在 1988年報禁解除後仍維持相

當的優勢。《自由時報》、與來自香港的《台灣蘋果》則分別於 1997年和 2003

年加入報紙產業的競爭，成為今日台灣的主流報紙。《自由時報》在言論立場

上較傾向民進黨，《台灣蘋果》的政黨立場則較為中立，但也有可能跟香港的

《蘋果日報》一樣具有反中國的傾向。

在時間上，由於資源有限，本研究抽取以上 8家報紙自 1970年代至今的

5個特定年份，包括：1977、1987、1997、2007、2017，共橫跨 5個 10年與

兩個世紀的時期。① 由於創辦的時間不一，香港的 4家報紙中，《蘋果日報》

是在 1997年才被加入抽樣之中，台灣的《自由時報》、與《台灣蘋果》則分別

在 1997、2007年才加入抽樣的範疇中。本研究以建構性星期抽樣（constructed 

week sampling）的方式，選取兩個建構式星期，亦即在該年中隨機選取兩個星

期一、兩個星期二……等，如此類推至兩個星期日，組成兩個建構式星期。然

後，在這些抽取出來的天數中，收集所有在新聞中提及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共、共產黨、中國大陸等稱謂的中國新聞。由於在香港，特別是在中國開放

之後，新聞的報導量很大，因此在 1987年與之後的樣本，只包括每日最多 6

篇的新聞（從版面配置選取最重要的 6篇），台灣的部份，則是包含當日所有

出現的中國新聞。最後，我們共抽選出 2,771則樣本，其中包含 1,677則台灣

的樣本與 1,094則香港的新聞樣本（請見表一）。

① 由於研究時程的規畫，本研究的樣本只到 2017年，並未包括 2019年反送中運動之後的
新聞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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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本研究的新聞樣本在不同年份的分佈

1977 1987 1997 2007 2017 總計

台灣

　聯合報 51 55 163 93 85 447

　中國時報 44 55 298 70 50 517

　自由時報 0 0 96 127 178 401

　台灣蘋果 0 0 0 200 112 312

　總計 95 110 557 490 425 1677

香港

　明報 79 67 64 49 54 313

　文匯報 50 57 64 57 70 298

　星島日報 88 70 62 45 55 320

　蘋果日報 0 0 58 50 55 163

　總計 217 194 248 201 234 1094

資料來源：本研究收集整理。

為了能夠進行有效的比較分析，本研究將樣本切分為第一階段與第二階

段，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這不代表這是個斷裂點，而是長期演變過程下的結果。

這兩個時期的分割，如前文所述，符合兩岸三地之間關係的重要轉折與改變，

在香港主要是 1997年回歸中國之前與之後的差異，在台灣則是 2000年台灣第

一次政黨輪替，由主張台灣獨立的民進黨執政。

編碼的分析單位為一篇樣本新聞。編碼的類目由三位作者共同發展而成，

包含：對於中國的命名、新聞的題材、報導傾向、框架等，相關的類目分類方法，

請見以下說明：

（一）中國的命名：主要分為 4類，包括：（1）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2）

中共 /共產黨、（3）中國大陸、（4）其他；

（二）報導傾向：對於中國的立場傾向，分為正面、負面、中性等 3類。

在編碼時，是根據該篇文章的遣詞用字和選擇的報導角度，進行判斷，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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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經濟發展的成果、討論對民眾有益的政策改革等，即為正面傾向；批評中

國的人權狀況，即為負面傾向；僅客觀描述事實，即為中性傾向；

（三）新聞題材：本研究借用 Cohen（2013）所進行的跨國電視國際新聞

研究中對議題的劃分，再加以修正，成為一個共有 27個類別的變項（包括：

國內政治、國際政治、軍事、社會秩序、經濟、教育、社會福利、運輸、文化、

人情趣味、觀光等等），因應分析的需要，我們在分析時將 27 個議題歸納為國

內政治、國際政治、商業經濟、社會文化等 4個題材；

（四）中心主旨：包括 4個主旨：（1）朋友：中國與港 /台是友好的關係；

（2）敵對：中國與港 /台是敵對的關係；（3）互動（engagement）：中國與世

界有互動關係；（4）威權：中國是威權或極權的國家。

前三項的類目—命名、報導傾向和新聞題材的編碼是用單選方式，主要是

依據每則新聞的標題與導言（第一段）來加以判斷，在幾個分類中選擇出一個

被新聞編輯處理放在最顯著和重要位置的選項。最後一項類目「中心主旨」的

編碼則是複選，是就四個選項，逐一核對該樣本的全文是否包含此一項目，例

如：若有「朋友」的主旨在其中，就編碼為「1」，如果沒有，即編碼為「0」，

以瞭解四個主旨所有可能出現的次數。

編碼的進行交由港、台兩地傳播科系的研究生負責完成。這些編碼員經過

訓練，以瞭解每個類目的意涵，再進行正式的編碼。大約有 10%隨機抽取的

樣本讓兩名編碼員同時進行編碼，主要類目的編碼員交互信度都在 Scott’s pi = 

0.80或以上。

肆、研究結果

台灣報紙所使用的中國名稱

表二顯示，台灣報章在第一階段主要把中國稱為「大陸」或「中共」，兩

者加起來共佔 81.5%。這似乎反映了那段時期的台灣報章仍在一定程度上把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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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問題視為中國內部國、共兩黨之間關係的問題。但到了第二階段，台灣報章

則多用「中國」這個名稱，佔三分之二，另外21.5%的文章用了「大陸」，「中共」

只剩下 4.6%。本研究結果發現，台灣報紙使用的中國名稱，在第一、二時段之

間，產生了系統性的改變。明顯地，台灣在民主化及出現政黨輪替之後，兩岸

關係不再是國民黨對共產黨的關係。對台灣媒體而言，無論是否支持台獨，台

灣至少是一個實際存在和獨立運作的國家（de facto state），所以兩岸關係是中

華人民共和國與台灣或中華民國之間的關係，中共這名稱變得相對地不重要。

另外值得補充的是，在兩個階段中，均有 6至 7個百分點的文章用了其他稱呼，

這些名稱包括共匪、匪黨、匪區、北京等等。

回應 Q1，表二的下半部分顯示了名稱與報導主題在兩個階段中的關係。

在第一階段，雖然台灣報章在整體上主要用上「中共」和「大陸」兩個名稱，

但兩個名稱是用在不同題目之上的。談到中國國內政治或國際政治時，媒體會

傾向用「中共」（64.9%和 52.5%），但談到經濟或社會文化議題時，媒體則用

上「大陸」（70.9%和 62.2%）。另外，「中國」這名稱相對上較有可能在社會

文化新聞中出現，在 93篇使用了「中國」的報導中，50篇（即 53.8%）屬社

會文化新聞。另外，其他稱呼最有可能在國際政治新聞中出現，在 48篇用上

其他名稱的報導中，27篇（即 56.3%）屬國際政治新聞。

但到了第二階段，無論是那一個題材，台灣媒體都是大幅地傾向使用「中

國」。「中共」的稱謂在政治新聞中較有可能出現，但也遠遠不及「中國」。有

趣的是，在第一階段中，對中國的稱呼在經濟及社會文化兩類新聞中是非常接

近的，但到了第二階段，對中國的稱呼在經濟新聞及社會文化新聞中出現了一

些分別。「中國」的稱呼在經濟新聞中尤其顯著，佔百分比高達 82.3%，在社

會及文化新聞中，「大陸」的出現比例則明顯地較在其他三類新聞中高。可以

說，雖然台灣媒體在第二階段整體上少了用「大陸」來稱呼中國，但社會文化

新聞仍較有可能用上這名稱，反映了無論政治關係如何變動，兩岸在社會文化

上仍有其密切關聯，指向地方的「大陸」這個名稱仍有一定程度的適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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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台灣新聞報導所使用的中國名稱與報導題材的關係

中國 中共 大陸 其他 總計

整體樣本 N % N % N % N % N %

　第一階段 93 12.2 287 37.7 334 43.8 48 6.3 762 100.0

　第二階段 609 66.6 42 4.6 197 21.5 67 7.3 915 100.0

χ2 = 591.2, df = 3, p < .001

第一階段

　國內政治 12 9.0 87 64.9 28 20.9 7 5.2 134 100.0

　國際政治 27 10.6 134 52.5 67 26.3 27 10.6 255 100.0

　經濟商業 4 5.1 16 20.3 56 70.9 3 3.8 79 100.0

　社會文化 50 17.0 50 17.0 183 62.2 11 3.7 294 100.0

χ2 = 173.2, df = 9, p < .001

第二階段

　國內政治 54 62.1 8 9.2 11 12.6 14 16.1 87 100.0

　國際政治 145 61.7 29 12.3 35 14.9 26 11.1 235 100.0

　經濟商業 158 82.3 0 0.0 30 15.6 4 2.8 192 100.0

　社會文化 252 62.8 5 1.2 121 30.2 23 5.7 401 100.0

χ2 = 106.6 (p < .001 in Fisher’s Exact Test)*

資料來源：本研究收集整理。

說　　明： *由於第二階段的交叉分析，有 20%以上的細格，其樣本數小於 5，所以統計檢
驗方法改用 Fisher’s Exact Test。

回應 Q2，表三顯示了台灣媒體中的中國名稱與報導立場之間的關係。將

整個樣本統合來看，無論是用那一種稱呼，負面報導都比正面報導要多，但相

比之下，負面報導比例最高的是用上了「中共」的報導。這不難理解，因為在

近代中國史中，兩岸出現兩個政權是國共內戰的結果，從近代史角度看，「中

共」指向的是台灣政權的敵人。同時，相比之下，指向地方和社會的「大陸」

一詞，則沒有那麼負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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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進 一 步 使 用 Janis-Fadner 係 數 來 衡 量 媒 體 偏 好 度（media 

favorableness）（Janis and Fadner, 1965, 引自 Deephouse, 2000:1102），這個公式

的計算方式如下：

在此一公式中，f代表媒體對某一事物具有偏好的數量；u代表媒體不具

偏好的數量；total則是整體加起來的數量。媒體偏好度係數的範圍介於 -1和

1之間，1代表的是在該年中全部皆為正面的報導，-1則是全部皆為負面的報

導，0則是指介在正、負面之間的一種平衡。本文以此公式計算台灣媒體有關

中國報導的立場取向，在整體樣本中，當用上「中共」時，Janis-Fadner係數

是 -0.405，當用上「中國」時，係數是 -0.205，當用上「其他」稱謂時，係數

是 -0.203，當用上「大陸」時，係數則是 -0.124。

若將兩個階段分開來看，結果仍然大同小異，無論是第一階段抑或是第二

階段，當用上「中共」時，報導傾向都最有可能是負面。用 Janis-Fadner係數

來計算，用上「中共」的報導，在兩個階段的係數分別為 -0.398和 -0.0452。

換句話說，「中共」的負面意涵在第二階段比第一階段還要強烈一點。除此之

外，在第一個階段，當報導用上「中國」時，負面報導的比例有 19.4%，正面

報導有 3.2%，到了第二個階段，當報導用上「中國」時，負面報導的比例增至

26.8%，用 Janis-Fadner係數來計算，報導用上「中國」時，係數在兩個階段分

別為 -0.138及 -0.214，亦即「中國」這個稱謂在第二階段變得更可能跟負面報

導連結起來。

與之相反的是，在第一階段，當報導用上「大陸」時，負面報導的比例有

23.1%，但正面報導也有 6.0%。用 Janis-Fadner係數來計算，係數為 -0.138。

到了第二個階段，當報導用上「大陸」時，負面報導的比例下降至 16.2%。雖

然正面報導的比例也下降了一點，但用 Janis-Fadner係數來計算，係數在兩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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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台灣報紙新聞的中國名稱與立場的交叉分析

中國 中共 大陸 其他

N % N % N % N %

整體樣本

Janis-Fadner係數 -0.205 -0.405 -0.124 -0.203

正面 21 3.0 3 0.9 27 5.1 7 6.1

中立 500 71.2 187 56.8 395 74.4 73 63.5

負面 181 25.8 139 42.2 109 20.5 35 30.4

Total 702 100.0 329 99.9 531 100.0 115 100

χ2 = 59.569, df = 6, p < .001

第一階段

Janis-Fadner係數 -0.138 -0.398 -0.138 -0.228

正面 3 3.2 3 1.0 20 6.0 3 6.3

中立 72 77.4 164 57.1 237 71.0 29 60.4

負面 18 19.4 120 41.8 77 23.1 16 33.3

Total 93 100 287 99.9 334 100.1 48 100

χ2 = 40.4 (p <.001 in Fisher’s Exact Test)*

第二階段

Janis-Fadner係數 -0.214 -0.0452 -0.104 -0.185

正面 18 3.0 0 0.0 7 3.6 4 6.0

中立 428 70.3 23 54.8 158 80.2 44 65.7

負面 163 26.8 19 45.2 32 16.2 19 28.4

Total 609 100.1 42 100.0 197 100 67 100.1

χ2 = 21.0, df = 6, p < .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收集整理。

說　　明： *由於第一階段的交叉分析，有 20%以上的細格，其樣本數小於 5，所以統計檢
驗方法改用 Fisher’s Exact Test。

階段分別為 -0.138和 -0.104，亦即用上「大陸」名稱的報導比在第二階段之前

變得相對上沒有那麼負面。同時，若是用「其他」稱呼的話，用 Janis-Fadner



Vol. 20 No. 2 / June 2023

94  《臺灣民主季刊》第二十卷，第二期 (2023年6月)

係數來計算，係數在兩個階段分別為 -0.228和 -0.185，亦即負面傾向在第二階

段稍為變弱。以上的結果說明，同一個名稱—無論是「中共」、「中國」，抑或「大

陸」—在不同時期所表達的傾向可以有些微但重要的轉變。至於「其他」稱謂

的轉變，則很可能是帶有明顯負面意涵的「共匪」或「匪區」等名稱，在第二

階段較少出現。

回應Q3，表四顯示了台灣媒體中的中國稱謂與新聞中心主旨之間的關係。

整體來看，在用上敵對主旨的報導中，最常見的是「中國」，其次才是「中共」，

這與之前提到「中共」作為敵人的理解有點出入。不過，在用上威權主旨的報

導中，最常見的就是「中共」，其次才是「中國」。相對之下，「大陸」較有可

能在用上友誼中心主旨的報導中出現。

但若分開兩個階段來看，在第一階段，相對於用上敵對、互動、或威權主

旨的報導，當報導用上友誼主旨時，「中共」的出現率是較低的，而「大陸」

的出現率則較高。所以，中共一詞在第一階段的確聯繫到敵對或至少不友善的

意思，只是這種不友善的意思在互動和威權中心主旨中都存在。另一方面，跟

表三的發現相近，「大陸」的意思是相對沒有那麼負面的，所以較有可能在友

誼主旨中出現。這種框架包裹的類型在第二階段仍然存在，只不過「中國」取

代了「中共」成為最常見的命名，而它在敵對、互動和威權等主旨的新聞中特

別常出現。友誼主旨則較為特別，當用上了友誼主旨時，報導會相對上較少使

用「中國」，而相對地較多使用「大陸」或其他稱呼。

以另一方式解讀，表四的發現也跟表三的結果有所呼應。在第一階段，使

用友誼主旨的報導出現「中國」稱呼的比例，比使用其他主旨的報導中出現「中

國」稱呼的比例都要高。但在第二階段，使用了友誼主旨的報導中出現「中國」

這稱呼的比例，比使用了其他中心主旨的報導中出現「中國」這稱呼的比例都

要低，這符合以上提到的，「中國」這名稱的意涵在第二階段變得較之前負面

這一點。

回應Q4，總括而言，台灣媒體的中國報導在不同時期用上了不同的稱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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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台灣報紙新聞的中國名稱與中心主旨的交叉分析

中國 中共 大陸 其他 總計

N % N % N % N % N %

整體樣本 *

　敵對 184 42.5 129 29.8 88 20.3 32 7.4 433 100.0

　友誼 37 25.3 46 31.5 43 29.5 20 13.7 146 100.1

　互動 43 37.4 41 35.7 23 20.0 8 6.7 115 100.1

　威權 57 31.0 75 40.8 31 16.8 21 11.4 184 100.0

第一階段

　敵對 19 9.5 106 53.0 61 30.5 14 7.0 200 100.0

　友誼 11 12.0 42 45.7 29 31.5 10 10.9 92 100.1

　互動 3 5.7 34 64.2 10 18.9 6 11.3 53 100.1

　威權 12 9.8 70 57.4 25 20.5 15 12.3 122 100.0

第二階段

　敵對 165 70.8 23 9.9 27 11.6 18 7.7 233 100.0

　友誼 26 48.1 4 7.4 14 25.9 10 18.5 54 99.9

　互動 40 64.5 7 11.3 13 21.0 2 3.2 62 100.0

　威權 45 72.6 5 8.1 6 9.7 6 9.7 62 100.1

若將兩個時期帶有某中心主旨的報導中的中國稱謂作比較：

　■　敵對（χ2 = 181.4, df = 3, p < .001）
　■　友誼（χ2 = 35.2, df = 3, p < .001）
　■　互動（χ2 = 51.6, df = 3, p < .001）
　■　威權（χ2 = 79.9, df = 3, p < .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收集整理。

說　　明： *本表中的樣本數是將有涵括個別中心主旨的樣本分別納入計算，沒有涵括該中
心主旨的樣本則被排除。

其中最重要的轉變是由「中共」或「大陸」轉向「中國」，反映的是兩種對兩

岸關係的理解，即「同一國家內的敵對勢力」和「兩個實際地獨立運作的政權」。

同時，「中國」這名稱在第二階段比第一階段更可能連繫到負面的報導和敵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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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威權兩個中心主旨。不過，不同的稱呼的出現也跟題材有關，到了第二階段，

仍有不少中國社會文化新聞會用上「大陸」一詞。同時，尤其是在第二階段，

用上「大陸」一詞的報導相對上沒有那麼負面，「大陸」一詞亦最有可能在用

上了友誼中心主旨的新聞中出現。可以說，「大陸」一詞連繫著的是一種對中

國以及兩岸關係相對沒有那麼負面的想像和理解，亦連結著兩岸的緊密交流。

但台灣媒體對中國的報導始終是負面居多，第一階段中的「中共」和第二階段

中的「中國」就承載著這些負面意涵。

香港報紙所使用的中國名稱

表五顯示，整體來看，香港的報紙有將近一半的新聞報導使用「中國」

的名稱，第一、二階段分別為 48.9%及 49.0%。「中共」的稱謂在第一階段有

24.6%，但在第二階段大幅降為 5.7%。「大陸」的名稱在第一階段佔 11.5%，

在第二階段則增至 19.3%，「其他」的稱謂也從 15.0%增加為 26.0%，其中「北

京」佔了不少的比例。H2所預期的在第一、二時段之間，香港報章使用的中

國名稱會有所不同，是成立的。而這些轉變也不難理解，無論是回歸之前與之

後，對香港媒體而言，「中國」都是一個直接的對整個國家的指稱，所以比例

最高。「中共」則指向中國大陸的政權，在回歸後，大陸的政權也就是香港之

上的中央政府，所以媒體少了使用「中共」，卻多用了如「北京」等「其他稱謂」。

至於「大陸」一詞的使用頻率上升，則大抵跟社會文化新聞在第二階段的比例

上升有關。

回應 Q5，如果就新聞題材的分佈來看，在第一階段，報導中國內部政治

時，香港報章使用「中國」和「中共」的比例相若，但到了第二階段，在報導

中國國內政治時，香港報章使用最多的是「其他」稱呼，即主要是以「北京」

來指向中央政府，當做為中國內部的特別行政區時，使用首都的名字指向中央

政府，也是不同國家的媒體都會使用的方式。值得留意的是，在第一階段，「中

共」這稱呼，無論在甚麼議題的新聞中都是可能出現的，但到了第二階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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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香港報紙新聞所使用的中國名稱與報導題材的關係

中國 中共 大陸 其他 總計

整體樣本 N % N % N % N % N %

　第一階段 322 48.9 162 24.6 76 11.5 99 15.0 659 100.0

　第二階段 213 49.0 25 5.7 84 19.3 113 26.0 435 100.0

χ2 = 81.5, df = 3, p < .001

第一階段

　國內政治 78 31.7 86 35.0 35 14.2 47 19.1 246 100.0

　國際政治 120 65.9 37 20.3 6 3.3 19 10.4 182 100.0

　經濟商業 53 52.0 15 14.7 17 16.7 17 16.7 102 100.0

　社會文化 71 55.0 24 18.6 18 14.0 16 12.4 129 100.0

χ2 = 66.2, df = 9, p < .001

第二階段

　國內政治 26 23.0 20 17.7 16 14.2 51 45.1 113 100.0

　國際政治 77 77.0 0 0.0 3 3.0 20 20.0 100 100.0

　經濟商業 32 50.8 0 0.0 18 28.6 13 20.6 63 100.0

　社會文化 78 49.1 5 3.1 47 29.6 29 18.2 159 100.0

χ2 = 119.4, df = 9, p < .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收集整理。

共」的稱呼幾乎只會在國內政治新聞中出現，在國際政治新聞和經濟新聞中，

「中共」這稱呼是完全不會出現的，在社會文化新聞中，也只有 3.1%的報導

使用「中共」。可以說，到了回歸後，香港媒體基本上不會用「中共」來稱呼

中國，這名稱的出現，很大程度上侷限於有需要直接指向中國共產黨本身的報

導，如報導中共全國代表大會時。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一和第二階段之間，在社會文化及經濟兩類新聞

中，雖然都主要直接使用「中國」這名稱，但同時使用「大陸」一詞的比例也

有所上升。有趣的是，在第一階段，使用「中共」以及使用「大陸」的社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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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新聞合計共佔 32.6%，在第二階段，兩者合計也佔 32.7%，幾乎完全沒有變

化，變化是絕大部分使用「中共」的報導都變成使用「大陸」。這對經濟新聞

報導而言也是一樣。

回應 Q6，表六呈現了香港報紙所使用的中國名稱與報導立場的關係。整

體來看，使用「中國」的報導相對上最可能持正面立場（18.5%），而使用「大

陸」的報導則最少有正面立場（4.4%）。使用「中共」的報導則是正、負面兩

個立場的差距並不大，分別為 12.3%和 14.4%。若以 Janis-Fadner係數計算，

在香港樣本中，當用上「中國」時，Janis-Fadner係數是 0.064，當用上「大陸」

時，係數是 -0.071，當用上「中共」時，係數為 -0.012，當用上其他稱謂時，

係數則是 0.016。整體上，幾個係數均較接近零，顯示媒體傾向並不明顯，但

幾個名稱所連繫到的立場仍有一些差異。

如果分為兩個階段來看，則可看出「中國」與「大陸」兩個名稱在不同時

期有頗為明顯的差異。在第一階段中，使用「中國」的報導，有 6.2%為負面

報導，到了第二階段，比例上升到 13.1%，雖然正面報導的比例也由 17.1%微

升至20.7%，但 Janis-Fadner係數仍然由0.080下降至0.049。亦即是說，使用「中

國」的報導的正面傾向，在第二階段有所減弱。同時，在第一階段中，使用

「大陸」的報導，有 7.9%為負面報導，6.6%為正面報導，到了第二階段，負

面報導比例上升至 19.0%，正面報導的比例則下降至 2.4%。兩個時期的 Janis-

Fadner係數分別為 -0.007以及 -0.148。亦即是說，「大陸」新聞的負面傾向，

其實在回歸後才出現。

回應 Q7，表七呈現香港報紙的中國名稱與中心主旨之間的關係。整體來

看，在具備友誼、互動、和敵對主旨的報導中，都有七成以上的報導使用「中

國」，約一成使用「中共」，一成使用其他稱呼，而極少使用「大陸」。在具備

威權主旨的報導中，也有五成以上使用「中國」，但有趣的是，威權主旨的報

導中有 17.4%使用「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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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　香港報紙新聞的中國名稱與立場的交叉分析

中國 中共 大陸 其他

整體樣本 N % N % N % N %

Janis-Fadner係數 0.064 -0.012 -0.071 0.016

正面 99 18.5 23 12.3 7 4.4 25 11.8

中立 388 72.5 137 73.3 131 81.9 168 79.

負面 48 9.0 27 14.4 22 13.8 19 9.0

Total 535 100.0 187 100.0 160 100.0 212 100.0

χ2 = 27.3, df = 6, p < .001

第一階段

Janis-Fadner係數 0.080 -0.004 -0.007 0.003

正面 55 17.1 20 12.3 5 6.6 10 10.1

中立 247 76.7 118 72.8 65 85.5 82 82.8

負面 20 6.2 24 14.8 6 7.9 7 7.1

Total 322 100.0 162 99.9 76 100.0 99 100.0

χ2 = 17.8, df = 6, p < .01

第二階段

Janis-Fadner係數 0.049 0 -0.148 0.004

正面 44 20.7 3 12.0 2 2.4 15 13.3

中立 141 66.2 19 76.0 66 78.6 86 76.1

負面 28 13.1 3 12.0 16 19.0 12 10.6

Total 213 100.0 25 100.0 84 100.0 113 100.0

χ2 = 21.1 (p < .01 in Fisher’s Exact Test)

資料來源：本研究收集整理。

說　　明： *由於第二階段的交叉分析，有 20%以上的細格，其樣本數小於 5，所以統計檢
驗方法改用 Fisher’s Exact Test。

分開兩個階段來看的話，我們可以見到，最主要的轉變在「中共」這名稱

於擁有各中心主旨的報導中的全面消失。無論是敵對、友誼、互動、抑或是威

權主旨，在第一階段，均大約有四分之一的報導文章會用上「中共」的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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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　香港報紙新聞的中國名稱與新聞中心主旨的交叉分析

中國 中共 大陸 其他 總計

N % N % N % N % N %

整體樣本 *

　敵對 85 70.8 18 15.0 4 3.3 13 10.8 120 100.0

　友誼 67 77.0 9 10.3 1 1.1 10 11.5 87 100.0

　互動 149 71.6 30 14.4 3 1.4 26 12.5 208 100.0

　威權 13 56.5 3 13.0 4 17.4 3 13.0 23 100.0

第一階段

　敵對 49 63.6 18 23.4 3 3.9 7 9.1 77 100.0

　友誼 25 67.6 9 24.3 0 0.0 3 8.1 37 100.0

　互動 90 67.2 30 22.4 2 1.5 12 9.0 134 100.0

　威權 6 50.0 3 25.0 2 16.7 1 8.3 12 100.0

第二階段

　敵對 36 83.7 0 0.0 1 2.3 6 14.0 43 100.0

　友誼 42 84.0 0 0.0 1 2.0 7 14.0 50 100.0

　互動 59 79.7 0 0.0 1 1.4 14 18.9 74 100.0

　威權 7 63.6 0 0.0 2 18.2 2 18.2 11 100.0

若將兩個時期帶有某中心主旨的報導中的中國稱謂作比較：

　■　敵對（χ2 = 15.2 , p < .01 in Fisher’s Exact Test）
　■　友誼（χ2 = 14.7 , p < .01 in Fisher’s Exact Test）
　■　互動（χ2 = 27. 6 , p < .001 in Fisher’s Exact Test）
　■　威權（χ2 = 3.2, p > .05 in Fisher’s Exact Test）

資料來源：本研究收集整理。

說　　明： *本表中的樣本數是將有涵括個別中心主旨的樣本分別納入計算，沒有涵括該中
心主旨的樣本則被排除。

但到了第二階段，則是一律為 0.0%。這也符合以上提過的，到了第二階段，只

有聚焦中國國內政治的報導才會主要使用「中共」，而且使用時大都是因為的

確需要指向中國共產黨，「中共」變成一個不太附帶著意識形態或情感的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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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階段，主要使用「中共」的報導消失後，多了的是使用「中國」和使用

其他名稱的報導。

回應 Q8，總結而言，「中國」是香港報紙最常使用的名稱，在兩個時期皆

佔有將近半數的比例，但這個名稱在兩個時期帶有不同的意涵，而且具有相當

複雜的意義糾葛。「中國」在兩個階段中，都以出現在國際政治的新聞中為主，

並具有較為正面的報導立場，但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二個階段，它的負面立場較

之前增加了一倍之多。而這個名稱也與敵對、友誼、互動等三個主旨皆有相關，

到了第二個階段相關性更強。「中共」的名稱在第一階段較多，但到了第二階

段幾乎甚少使用，主要都在國內政治的題材中出現，而這也是一個較為中立的

名稱，正、負面的立場差異不大，而且在第二階段，基本上不會與幾個中心主

旨同時出現。「大陸」的名稱在第一階段較少，但到了第二階段，與以「北京」

為主的其它名稱取代了「中共」的稱呼。「大陸」的名稱對香港而言，是一個

在地理位置與政經社會文化關係等面向上表達距離接近的稱呼，大都出現在國

內政治、商業經濟、社會文化的新聞中，後兩者在第二個階段香港的回歸之後

增加更多，雖然如此，但「大陸」的名稱卻通常連結的是負面的立場，並且在

第二個階段又較前更為負面。

伍、結論

本研究企圖瞭解 1970年代至 2010年代在香港、台灣兩個社會的新聞報導

中，有關中國各種名稱做為框架包裹其中的一個元素，其所具有的意涵，以及

產生的差異與變化。研究發現，在港、台兩地新聞報導中常用的中國名稱，包

括：中國、中共、大陸等，在兩地的兩個時段，都具有不同的意涵，每一個命

名都必放置在更寬廣的社會與歷史脈絡中，亦即港 /台與中國之間的互動，包

括：政治、經濟、社會等關係，去辨認它所畫出的界限，較能得到深入的理解。

由前文的分析來看，如果將香港和台灣的結果合併討論，可以發現從地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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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學（geopolitics）的角度來看，各自具有不同的複雜性，因此在媒體中對

於中國所使用的名稱，港 /台灣媒體都建構了不同的意義。例如對台灣來說，

「中共」就是敵人，縱使在國民黨結束威權統治以及兩岸重新接觸之後，「中

共」作為敵人這一點並沒有完全改變。「中共」這名稱在第二個時段的台灣媒

體出現機會少了很多，但只要它出現時，這名稱連繫著的是負面報導、有關國

際政治及中國國內政治的新聞，以及互動的主旨。相比之下，在香港的語境中，

「中共」不能算是「敵人」。而且在香港的報業傳統中，親大陸的報章一直存在，

「左報」一直是香港新聞媒體的重要組成部分，所以只要大報被納入研究之中

的話，在整體上香港媒體不會對「中共」有非常明顯的負面態度。尤其在回歸

之後，中國共產黨是特區所屬國家的執政黨，在媒體的內容中，「中共」更加

明顯地變成一個價值中立的指稱。

另一個有趣的對比是「大陸」。這名稱對作為島嶼的台灣而言，較具有友

好、親近的意味，從近代史的發展來說，國民黨就是從「大陸」退守台灣，「大

陸」有血脈相通的文化意義，也有後來經濟市場的連結在其中。所以，在幾個

名稱之間，使用「大陸」的報導在相對上是最不負面的，這名稱也較少出現於

威權或敵對主旨的報導中。對於香港而言，戰後的難民潮是香港人口膨脹和社

會發展的根源，「大陸」是很多上一輩市民的出生地，但長期以來也附帶著相

對落後、混亂等意味（Ma, 1999）。所以使用「大陸」名稱的報導並不特別正面，

而且可能連繫到威權的主旨。尤其在第二階段，雖然香港已經回歸，大陸的社

會和經濟也逐步發展，但這些發展也帶來各種問題，往往成為香港媒體的焦點，

所以關於「大陸」的報導在回歸後其實更為負面。

最後，「中國」這名字，對於台灣而言，最早是國民黨與共產黨相爭的法 

統，但到了近年，則成為對於對岸的國家稱呼，使用這一個名稱，象徵台灣的

主體認同，帶著視中國為另一個不同國家的意味，這個名稱的使用具有建立台

灣本身主體認同的作用。因此，中國的名稱跟負面報導掛勾，而且負面傾向在

第二時段更強，在此時段，超過七成帶有威權或敵對主旨的報導，都是使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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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的名稱。但在香港，「中國」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個相對中立的所指，同

時它也是「祖國」，被視為文化的根源，相比之下，「中國」這名稱沒有「中共」

這名稱的政治意義，也沒有「大陸」一詞的負面指向。所以在回歸前，使用「中

國」的新聞報導，在整體上是稍為傾向正面的，反而是回歸之後，關於「中國」

報導的整體正面傾向有所減弱。

由此可見，在地緣政治的緊張關係之中，不同的命名所具有的微妙意義。

當然，我們要留意的是，使用個別名稱的報導在不同時期連繫著不同的態度或

中心主旨，部分是反映了現實的轉變。例如香港媒體在回歸後用上「中國」名

稱的新聞反而沒有之前正面，可能是反映了隨著中國國力增強，在國際間的表

現反而可能有更多被爭議或商榷之處。但當我們把幾個名稱合併考慮時，我們

可以看到，「中國」、「中共」、「大陸」、「北京」等，在特定的時空會組成一

系列指向同一地方，但又卻帶有不同意涵的名號，而媒體在使用這些名號時，

有時是有選擇性的。新聞媒體對於其它國家所使用的名稱不只是傳遞資訊而

已，常常也是在做畫界的工作，在地緣政治的敵對或友好的複雜關係中，畫出

一條界線，說明對方與我方彼此之間的關係，建構政治的真實，也傳達出評價

的態度。

對於國家指稱的命名，可說是一種意義競爭的場域，雖然看似平常、不經

意的使用，但卻是構築「平庸國族主義」（Billig, 1995）的一個重要組成。因此，

命名的使用在定義他國的同時，其實也在定義自己的國家或社會（Chang and 

Holt, 2015）。在面對當前台灣與香港社會的民主治理受到來自中國做為霸權或

內或外的威脅時，本研究回顧了過去 50年之間港、台新聞媒介對於中國名稱

框架的改變，從本研究的結果可以瞭解有關「中國」的名稱做為一種符號機制，

在不同時期、不同社會中充滿變動的意義，這些變動也反映兩個社會中民主發

展的消長態勢，而從媒介的文本符號加以探討，正可以理解民主日常運作的機

制在最細微與不經意之處。

最後，本文有三個侷限是需要指出的，而它們亦指向一些後續研究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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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第一，本文分析港台兩地 2771篇新聞報導，所以採取了量化分析的進路，

配合對兩地歷史脈絡的理解，詮釋分析中出現的各種結果。但意義建構的複雜

性和多樣性始終難以完全用數字的方式表達，未來的分析可以用質化的文本或

論述分析方法，理解個別名稱和其他框架機制如何具體地在文本結合起來生產

意義。

第二，量化分析的效率建基於分析和變項的精簡程度，所以本研究把中國

的名稱分為四大類，即「中國」、「中共」、「大陸」以及「其他」。在「其他」

稱呼中，「北京」佔了不少的比重，但本研究並未將其與另外的稱呼區分開來。

同時，無論在香港或台灣，也可能有一些較特殊的稱呼，如早期台灣媒體口中

的「共匪」，這些獨特稱呼的出現頻率不高，但它們在個別新聞文章中的存在，

是值得注意的，它們的使用可能顯示了，在甚麼特殊情況下，媒體會覺得常用

的名稱並不足夠表達某些意義，而了解這些特殊情況，可幫助我們對如何稱呼

中國這問題有更全面和準確的了解。

第三，本研究在台港兩地均包括了四份報章，以覆蓋兩地報業系統中的不

同部分。事實上，香港的傳媒系統從來都有高度的政治平行，有「左」、「中」、

「右」的報章，台灣民主化後，也出現了藍綠營媒體涇渭分明的狀態。而有一

些報紙雖然發行量較小，但仍具有一定的政治影響力，如：台灣在戒嚴時期較

能表達異議聲音的《自立晚報》或《民眾日報》，都沒有被含納在本研究的樣

本之中。由於本文是一個大計畫中的部份結果呈現，有關港台不同媒體之間中

國新聞的內容比較，呈現在另一篇已發表的論文當中（李立峯、蕭蘋、吳浩銘，

2023）。李立峯、蕭蘋、吳浩銘（2023）的論文主要發現，港、台個別的媒體

機構之間確實存在明顯差異，這與媒體系統所具有的關聯政治強弱與政治平行

程度的高低有關，但個別的媒體機構與媒體系統在這段長時期之間也會所轉

變，當這些轉變結合起來時，則會帶來中國報導在整體上的穩定性。本文則集

中在兩地媒體的整體傾向上，為免將分析過分複雜化，並沒有探討媒體機構之

間的分別。但我們可以預期，既然不同的中國名稱附帶不同的意義，而這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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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的挪用又跟政治立場相關，不同立場的報章應該會傾向使用不同的名稱，又

或者在使用同一名稱時有不同的傾向，這是值得進一步探討的問題。

無論如何，本文強調命名做為一種符號機制，出發點在探討新聞和政治語

言中一些不起眼但卻重要的組成部分。在特定的歷史脈絡中，命名做為媒體框

架包裹的一部份，也與包裹中的其它元素，如立場、題材、主要架構等相連，

浮現出類型，具有相當的統合性。是這些不同元素之間的相互連結，在新聞中

共同建構敘事，給予命名意義與生命。由於命名具有權力共鳴效果，也會生產

出相關的論述與框架，因此不論是在何種領域的何種命名，它的出現、發展與

變化，都值得未來研究進行深入的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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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ing and Framing:  
A Comparative Study of News Content on China in 
Hong Kong and Taiwan’s Newspapers (1977-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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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research utilizes quantitative content analysis to explore how Hong Kong and 
Taiwan, two societies that are closely linked with China in geopolitics, use different 
China’s namings in their news reports, what the implications are, and what the 
different changes are in different periods. This research regards the media’s naming 
of China as part of the framing package, and explores how Hong Kong and Taiwan, 
as different discourse communities, construct different China’s namings (including: 
China, the CCP, the mainland, etc.) with varying meanings in different periods. This 
study collected a total of 2,771 samples of news reports on China in Hong Kong and 
Taiwan from 1977 to 2017. The results found that between the two periods, 1977-
1997 and 2007-2017, there were ver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nd changes in the 
way various Chinese appellations were used in the news content of Hong Kong and 
Taiwan. The use of these names not only conveys the different evolution of relations 
with China, but also relat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identities within societies in Hong 
Kong and Taiwan.

Keywords:　   Hong Kong, Taiwan, China, press news, naming, framing, content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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